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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协调

向 弘 剑

本文着重从 明确 中国环境立法原则
、

积极开展环境法信息交流
、

积极 签署 国

际环境条约
、 “

求同存异
”

方法的运用
、

确认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和规章制度
、

不断补

充和完善国内环境立 法
、

加强国内各相关部门的协调
、

积极开展环境外交等八个

方 面
,

阐述 了如何协调 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
。

环境法是生态信息的传递者
,

它随着海洋
、

河流
、

大气等的流动而涌向世界
,

形成一种人类

共同的需要与利益的新的集合
。

尽管国 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属于两个法律体系
,

二者在主

体
、

制订和实施方面存在着差别
,

但跨国界污染
、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地理因素的差异

等
,

使得环境合作成为当今一大发展趋势
,

也要求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互配合
、

相互借

鉴
、

相互协调
,

共同为调整社会关系
、

为改善和保护人类环境而努力
。

由于 自然规律和生态要求

的统一性
,

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关系日益密切
,

也只有当这两者充分协调一致时
,

才有

可能成功地解决摆在各国及各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 保护
、

恢复
、

改善人类生活所必需的

自然条件
,

发展
、

提高文化和物质生产
。

为此
,

本文拟着重就如何协调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

(主要指国际环境条约 )
,

提出一些看法
。

一
、

国内环境立法的原则是中国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协调的基础 协调不是无原则的和

稀泥
,

协调必须坚持原则
。

在任何情况下
,

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应强迫一个国家承担不适合该国

国情的国际义务或改变其国内立法的内容
,

只有各国根据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其他既定的国内

外政策等条件
,

才能确定其国际义务
。

认真研究国际环境条约草案的内容
,

在条约的形成过程

中尽早删掉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条款
,

增加或纳入本 国立法原则相一致的措施和制度
; 在缔约国

中争取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
,

说服更多的不同意见者
,

这就是一个协调的过程
。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

中国力求通过各种立法
,

包括环境立法
,

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

为此
,

中国呼吁在国际环境条约中必须认真考虑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合理需要
,

争取以持续的经

济发展来改变贫困和环境退化的状况
。

同时
,

结合环境问题产生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 ,

中国坚持

自己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
,

即
: “

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
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

共同任务
,

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
;加强国际合作要 以尊重国家主权 为基础

;
保护

环境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利益和世界的长远

利益
’ , 。 等原则

。

这些原则的精神无一不体现在中国的环境法规和政策文件中
,

同时也表现在

中国对国际环境条约的态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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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积极开展环境法信息交流
,

及时了解和掌握有关信息
,

是进行中国环境法和国际环境

法协调的重要条件
·

保护和改善环境既是世界各国面临的特殊任务
,

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

课题
。

因此
,

各个国家在制定国内环境法的过程中
,

应当借鉴他国的有关成果和经验
;
某一能切

实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 内环境法
,

其合理的科学 内核也必定成为解决人类环境问题的共同财

富
。

环境问题的世界性
,

越来越迫切地把积极开展环境法信息交流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上
;

,

而这种交流愈是频繁
,

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协调就愈可能收到明显的成效 :

当今世界
,

各国的国内环境立法发展迅速
。

一些发达国家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
,

在环境科
学的某些领域取得了较有说服力的科李依据

,

并据此制定了一些法规
。

可以说
,

这些国内环境

法汇集了环境科学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最新科学成果
。

通过召开一些学术性
、

技术性的国际环

境会议等途径
,

各国可以相互交流信息和经验
。

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 》首先在世界上规定了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而今天
,

这一科学的制度通过交流 已为许多国家认可和接受
,

并在各国的

法律
、

法令
、

条例中有所体现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的第 13 条就吸收了这项制度
,

并在实践中证明了它是实现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
、

环境效益
“

三效合一
”

的重要手段
。

这一制度

的广泛使用
,

是各国环境立法信息交流的积极成果
,

必将导致国际环境影响评价条约的涎生
;

三
、

加强国内环境立法
、

积极准备签署国际环境条约
,

是中国研境法和国际环境法协调的

墓本前提 签署国际环境条约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
。

一个国家一旦签约
,

就必须准备承担一

定的国际义务
。

反之
,

如果拒绝或推迟签署某些有益于保护和改善本国环境的条约
,

又会给国

家带来一定的损失
。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立足国内
,

又要放眼世界
。

所以
,

在正式签约之前的一

段时间里
,

各国可以作些相应的准备
,

认真地将一些估计切实可行的制度
、

方法付诸实践
,

并进

而进行国内立法
,

在实际生活中进一步考察其可行性
,

获取经验
。

从 1 9 8 7 年 6 月联合国规划理事会通过 1 4 / 2 6 号决议
,

决定成立生物多样性特别专家小

组
,

到 19 9 2 年 6 月环发大会上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 》
,

前后历时 5年
。

中国在此期间作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对珍稀
、

濒危动植物资源保护加以原则性

规定
;
制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单行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 ( 19 88 ) ;
进一步

完善了 自然保护区的法律制度
;
与外国签订有关保护动植物的协定等等

。

这一切都使
.

中国在通

过和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过程中占据主动
,

较好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

并为签约后更好地

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这也是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积极配合
、

相

互协调的生动体现
。

四
、 “

求大同存小异
” ,

是协调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有效手段 各个国家和集团出于

不同的政治
、

经济等利益的考虑
,

它们不可能在环境问题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

事实上
,

在环

境与发展
、

环境与政治
、

承担义务
、

责任等问题上
,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及发达国家之间

始终存在着分歧
。

但是
,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

大家必须同舟共济
,

保护全球环境的共同责任客观

上要求各国协调一致的行动
。

各国只有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法
,

才能消除分歧
、

彼此照顾
、

相

互协调
、

携手合作
,

最终对有益于人类的国际环境条约达成共识
。

中国在签署国际环境条约时
,

一方面坚持 自己的立法原则
,

另一方面又以平等
、

自愿
、

真

诚
、

理解的态度对待分歧
,

照顾别国的利益
。

在不违背国内基本立法原则的情况下
,

可以采取一

些灵活的方式
,

作出一定的让步
。

如中国在缔结《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
、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
4

况援助公约 》时就对某些条款作子保留
。

这样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条约的签署与生效
,

也必定促

进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进一步协调
。



五
、

在国内环境法中对国际环境法的原则
、

规则和规章制度予以确认
,

是协调中国环境法

与国际环境法的关键 一般来说
,

国内法是实现国际法准则的手段和保证
。

各国应在制定国内

法时
,

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将国际法中的原则
、

规则和规章制度体现在国内法中
,

这样有利

于在国内实施国际法
,

履行国际义务
,

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内法与国际法可能产生的冲突
。

现在一些国家的国内环境法中有许多涉外环保规定
,

在其起草过程中就应注意与有关国

际条约和惯例相协调
,

对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有关规定一一进行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 》规定
,

它不仅对中国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具有约束力
,

而且也适用于进入中国管辖

海域从事航行
、

海上石油勘探和开发等活动的外国船舶
、

外国企业公司
。

因此
,

在该法起草过程

中就注意了与有关船舶的规定
、

与中国现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 》和 已

宣布参加的《 1 9 6 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相协调
,

同时也照顾到了《 1 9 7 3 年防止船舶

污染公约 》中的规定标准的要求② 。

这种协调也将有助于这些涉外规定在经 国际社会认可后
,

成为国际环境法的渊源
。

我们认为
,

在一般情况下
,

国际法优于国内法
,

在环境法中也是如此
,

但保留条款除外
。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 46 条规定
: “

中国缔结或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
,

同中国的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

但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 ”

这种优先和

保留的结合
,

正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

是协调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重要表现形式
。

六
、

补充和完善国内环境立法
,

是促进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协调的积极因紊 除了在

国内环境法中体现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

以求得二者的协调外
,

通过补充和完善国内环境立

法
,

主动地配合国际环境条约的制定和实施
,

这对促进二者的协调也是十分必要的
。

一般来说
,

新的国内环境立法能够较好地吸取国际环境法中的精髓
,

同时它又能结合本国

实际
,

将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落到实处
。

中国在加入了《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

约》后
,

于 1 9 8 5年 3 月发布了《中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
,

不仅对
“

倾倒
”

等概念及两类倾倒物的

规定与公约相一致
,

而且还按该公约第 6条的要求
,

于条例第 4 条明确规定了海洋倾倒废弃物

的主管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及其派出机构
。

这些新的立法
,

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国

内环境法更趋严密和完善
,

对有关国际环境条约也是一个丰富和发展
。

七
、

加强国内各相关部门的协调
,

是实现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协调的重要保证 签署

的国际环境条约生效后
,

需要从行政管理上采取措施
,

以保证条约的实施和 国内
、

国际环境法

的协调
。

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

牵涉到各地区
、

各部门和各行业
。

所以
,

首先要明确由谁主

管
,

并使其责有牧归
、

有职可守
;
其次要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工作

,

做到各行其政
、

各尽其责
,

避免

出现
“

争破头
”

或
“

踢皮球
”

的局面
。

为此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 7条明确规定
: “

国务

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

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

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

港务监督
、

渔政渔港监督
、

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
、

交通
、

铁道
、

民航管理部门
,

依照有关

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
、

矿产
、

林业
、

农业
、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
,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 ”

这些规定不仅协调了

中央与地方
、

上级与下级间的纵向关系
,

也理顺了各行业
、

各部门间的横向关系
。

这种国内环境

行政主管部 门职责的明确和各相关部门的协调一致
,

从行政组织和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为国内
、

国际环境法的协调提供 了保证
。



J、
、

积极开展环境外交
,

是促进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协调的广泛渠道 随着环境问题

的 日益国际化
,

环境外交也 日渐发展并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
。

当今世界
,

谁在环境外交中占

有主动权
,

谁就有优势使自己有关环境的立场在 国际环境法中得到认可
。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是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的局面
,

环境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使得我们必须在国际环境立法

中坚持自己的原则
,

维护自己的利益
。

这样做
,

不仅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

从长远的观点来

看
,

也有利于全人类的环境与发展
,

这正是国内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相互协调的基础
。

而要使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识并接受这个共同基础
,

就必须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活动
,

努力促

使既与整个生态要求相适应
,

又与各国环境和发展相协调的新的国际环境条约的诞生
。

总之
,

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协调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
,

需要 国际
、

国内各个有关部

门
、

组织
、

机构
、

团体长时期的积极参与和真诚合作
。

19 8 4 年议联环境会议的结论及其建议进

一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
: “

通过环境保护的立法达到一定程度的全球协调不仅是理想的而且

是可行的
。 ’ ,③事实正是如此

,

19 9 2 年 6 月
,

全世界 1 00 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巴西召开了环境与发

展大会
,

我国政府总理出席了大会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气候框架公

约 》
。

会后不久
,

我国又以党和政府的名义批准了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
,

确立了
“

参照环

发大会精神
,

制定我国行动计划
”

的对策④ ,

这必将促使我国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协调

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

注 释
:

① 李鹏总理在联合国环发大会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

见《人民日报 》1 99 2年 6 月 13 日
。

② 《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草案> 的说明》
,

《环境保护法法规与论文选编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 8 9 年 遵月版
。

③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立法和环境行政的新方向》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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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

《人民 日报 》 1 9 9 2 年 9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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